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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与
多元路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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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 142 个国家高新区 2017—2023 年的发展水平进行

测度 . 基于新内源发展理论，采用多时段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系统分析了国家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组态路径 . 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偏态”分布，并存在空间失衡与城际分化特征；单一

条件并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识别出 3 条驱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即“内源主导-产业联动”

“外部赋能-双轮驱动”“内外协同-柔性适配”，同时也发现 2 条导致非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 研究结论为各类高

新区因地制宜地探索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对策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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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iverse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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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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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142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from 2017 to 2023 were 
measured.  Based on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a multi-perio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was appli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pathway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skewed” 
distribution， demonst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mbalance and inter-city differentiation.  
Furthermore， a single condition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ee pathways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zones are 
identified， namely， “endogenous dominance and industrial linkage”， “external empowerment 
and dual-wheel drive”， and “internal-external synergy and flexible adaptation”.  Simultaneously， 
two pathways leading to n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also discovered.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strategic references for various high-tech zones to explore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national high-tech zon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figuration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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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是国家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化

产业结构与增强国际竞争力而打造的重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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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十四五”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等文件，明确指

出要将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的战略目标 . 当前，国家高新区已成为创新要

素汇聚、科研成果丰硕、产业协同发展的融合平

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载体［1］. 然而，

受历史沿革与体制机制约束，国家高新区在实践

中仍存在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产业空间布局粗

放、技术转化迟滞等问题，反映出规模快速扩张

与质量提升之间的张力［2］. 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亟

待厘清的核心议题：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究竟

如何？影响各高新区发展水平的要素有哪些？

何种影响因素组合能够有效推动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解决上述问题，有助于为高新区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参考 .

随着我国国家高新区建设的快速推进，相关

研究主要从 3 个方面展开 . 一是理论内涵阐释 . 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公平、效率和绿色发

展，具体表现为效率与效益的提升、产业结构的

优化以及创新能力的增强［3］. 二是评价体系研究 .

黄煌［4］从发展实力、财务状况、产业贡献和创新能

力 4 个方面构建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

Feng 等［5］从创新、企业、国际化和经济发展 4 个维

度构建世界级国家高新区评价体系 . 王林川等［6］

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概括为智能化、生态

化、平台化和国际化，并以此构建了相应的评价

指标体系 . 三是影响因素研究 . 高新区的城市创

新水平、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研发创新、产学研

合作深度等对其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7］. 高新

区外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8］、对外开放水平、信

息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金融等

与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9］. 与此

同时，有学者指出高新区在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

同时，也对创新质量产生扭曲效应，为理解高新

区创新驱动的“双重效应”提供了关键证据［10］. 此

外，外商投资的数量、质量和强度也被证实有助

于提升园区创新绩效［11］.

综上，既有研究为理解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仍存在进一步探索

的空间 . 一方面，既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要素的

净效应分析，对多因素交互与协同效应探讨不

足 .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在考察因素组合对高新

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多基于静态截面数据，

难以比较不同发展阶段驱动路径的异同 . 因此，

本文基于新内源发展理论，运用多时段 QCA 方

法，以 142 个国家高新区为样本，从内部资源和外

部环境两个维度，系统探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

多元路径 .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 1　理论基础

新内源发展理论［12］由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

雷（Christopher Ray）于 1998 年提出，该理论批判

性反思了传统外源发展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输入

而忽视了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内源发展偏重内部

存量优势的局限，倡导一种超越内外二元对立的

新型发展范式 . 该理论提倡从整体视角关注区域

发展，其核心在于强调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要素

的有机融合，注重当地社会资本、文化传统与外

部政策和技术的动态互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

率，最终实现价值共创与资源的协同演化［13］.

本文采用新内源发展理论，主要基于以下原

因：第一，该理论反思了过度依赖外部资源的不

可持续性 . 与高新区避免企业“根植性弱化”、培

育内生动力的问题意识高度契合 . 第二，该理论

虽然根植于乡村，但其“依托自身要素、激活内生

网络”的内核与高新区构建内部科研创新生态的

底层逻辑相一致 . 第三，该理论的终极目标超越

了短期的经济指标，追求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强

化、且收益能为主体所共享的发展模式，这与高

新区的发展愿景高度契合 . 因此，将该理论应用

于国家高新区，有助于阐释其如何实现内外要素

的循环增值与协同联动 .

1. 2　分析框架

国家高新区的高质量发展既依赖自身创新

资源的积累，也不能脱离其所在城市环境的规

制 . 本文基于新内源发展理论，构建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

国家高新区作为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战略集

合体，其持续竞争优势建立在内部资源的异质性

基础之上，这些资源具有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与

不可替代性 . 科技创新人才是知识创造与技术应

用的核心载体，为国家高新区提供智力支持与持

续创新能力［14］. 科技创新经费是研发活动的物质

基础，直接影响研发规模、强度与可持续性，对提

升科技成果质量与转化效率具有关键作用［15］. 高

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持续研发

与成果转化，能够带动产业链升级，是国家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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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集 聚 创 新 资 源 、提 升 价 值 创 造 能 力 的 中 坚

力量［16］.

国家高新区深度嵌入属地城市的外部环境

之中，其外部驱动因素能够显著提升园区内部资

源的价值创造效率与效能 . 首先，政府创新意志

体现了属地政府对科技创新事业的重视，积极的

政府创新意志有助于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吸引

外部资源、激发本地创新活力［17］. 其次，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意味着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的提

升 . 属地城市产业结构向高级化与合理化转型，

能够促进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

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助力高质量发展 . 再

次，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信息服务能力有助于

增强科技互联与算力水平，提升园区发展质量 . 最

后，属地城市的开放融资能力为国家高新区的持

续发展、开放合作和技术引进奠定基础［9］.

2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2.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时段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主

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国家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受多因素协同驱动，传统回归方法难以揭示

因素间的“并发因果关系”与“多重等效路径”.QCA

作为一种整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双重优势的方法，

能够系统地分析前因条件的“组合”如何协同驱动

结果，从而有效识别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等

效路径 . 另一方面，高新区发展具有阶段性与政策

周期性，静态分析难以捕捉其驱动机制的变迁 . 多

时段 QCA 能够揭示核心路径的延续与变迁，从而

使研究结论更具时序洞察力和现实解释力 .

2.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 . 截至 2017 年

底，国务院共批准设立 156 个国家高新区，剔除数

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最终确定 142 个有效样本，

覆盖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涵盖不同发展

阶段与产业类型，具有较好代表性 . 为探究国家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并考虑园区从研

发到产出存在的滞后性，本文采取 2 年滞后期、5

个周期数据（即 2017—2019，2018—2020，2019—

2021，2020—2022，2021—2023）展 开 多 时 段 分

析 .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等，对于个别缺失值采用线性插

值法予以补齐 .

2. 3　变量测度

1） 结果变量 . 根据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和目标，以《“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发展规划》《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借鉴《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国科

发火〔2021〕106 号）》和已有研究成果［4］，同时考

虑到各高新区实际发展情况的制约和样本数据

可得性，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测量性的构建

原则，最终构建了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详见表 1）.

2） 前因条件 . 内部资源能力因素指科技创

新人才、科技创新经费、科技创新主体 3 方面，参

考既有研究［3］，主要以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R&D）人 员 数 、

R&D 人员全时、R&D 经费支出总额和支出经费

占比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占比进行衡量 . 外

部环境因素参考既有研究［6］，主要指政府创新意

志、产业结构升级［18-19］、信息服务能力、开放融资

能力，具体指标内容如表 1 所示 .

图1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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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变量校准

变量校准是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与标准

化的关键步骤 . 为消除指标量纲差异，对各条件

变量进行区间化处理并分项合并；针对结果变量

采用熵权 TOPSIS 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所得

相对接近度作为国家高新区的最终得分 . 校准阈

表1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维度

内部资源

外部环境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水平(Y)

条件

X1：科技创新人才

X2：科技创新经费

X3：科技创新主体

X4：政府创新意志

X5：产业结构升级

X6：信息服务能力

X7：开放融资能力

Y1：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

Y2：结构优化和产业价值链

Y3：绿色发展和宜居包容性

Y4：开放创新和国际竞争力

Y5：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

指标

X1-1：R&D 人员

X1-2：R&D 人员全时

X2-1：R&D 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X2-2：R&D 经费内部支出在科技经费支出的占比

X3-1：高新技术企业数

X3-2：高新技术企业在入统企业的占比

X4-1：地方科学技术支出总额

X4-2：地方科学技术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占比

X4-3：所在市出台相关政策数量

X5-1：产业结构高级化

X5-2：产业结构合理化

X5-3：高技术产业营收在营业收入比例

X6-1：邮电业务总量

X6-2：互联网宽带接入数

X7-1：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X7-2：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Y1-1：R&D 经费内部支出在营业收入的占比

Y1-2：从业人员中 R&D 人员全时当量数占比

Y1-3：当年新注册企业数

Y1-4：当年新增入统企业数

Y2-1：营业收入中技术服务收入占比

Y2-2：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Y2-3：专利申请总量

Y2-4：专利质量

Y2-5：当年净增营业收入

Y2-6：企业利润率

Y2-7：当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数

Y2-8：企业增加值率

Y3-1：单位产值能耗

Y3-2：绿色专利质量

Y3-3：绿色发明占地区年度获得的专利总数百分比

Y3-4：当年获得的绿色实用新型数量

Y3-5：上缴税费总额

Y3-6：当年净增从业人员数

Y4-1：出口创汇总额占营业收入的占比

Y4-2：从业人员中外籍常驻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占比

Y5-1：净利润增长率

Y5-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Y5-3：园区工业总产值在所在城市 GDP 的占比

Y5-4：当年 R&D 投入在园区工业总产值的占比

单位

人

人年

亿元

%

个

%

亿元

%

个

%

%

%

亿元

万户

亿元

亿元

%

%

个

个

%

%

件

%

亿元

%

个

%

t/亿元

件

%

件

亿元

人

%

%

%

%

%

%

注：产业结构高级化计算方式为：（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2+第三产业产值×3）/GDP×100；产业结构合理化计算方式为：（第

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100；专利质量指园区申请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占比；绿色专利质量指园区年度获得的绿色发明授权专利数；

单位产值能耗计算公式为：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企业核算增加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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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设定综合考量了数据分布与既有研究，具体

而言，将样本中位数设为 0.5，用以区分条件高

低；上、下 4 分位数分别设为 0.75 和 0.25［20］，以识

别明确具备或缺乏某条件的案例 . 各条件变量及

结果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校准结果如表 2 所示 .

篇幅所限，仅列举 2021—2023 年一个周期内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及校准结果 .

3　实证分析

3. 1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结果

分析

运用熵权 TOPSIS 方法对 2017—2023 年期间

142 个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

果如图 2 所示 . 由图 2a 可见，位于 R1 区域的北京

中关村、深圳、上海紫竹、上海张江等少数头部园

区得分多高于 30，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高位稳定

区；南京高新区在 2020 年实现发展水平跃升，得

分突破 50. 从动态发展视角观察，R2 区域的萧山

临江、昆山、常熟等高新区与 R3 区域的宁波、江

阴等高新区，在 2017—2023 年间虽呈现一定波

动，但其发展趋势整体稳健向上，各年度得分均

高于 2017 年水平 . 由图 2b 可见，2021 年吉安、慈

湖、盐城等高新区的得分出现显著跃升，形成阶

段性表现峰值 .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校准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alibration results of variables 

条件变量

Y：国家高新区

高质量发展水平
X1：科技创新人才
X2：科技创新经费
X3：科技创新主体
X4：政府创新意志
X5：产业结构升级
X6：信息服务能力
X7：开放融资能力

描述性统计

平均值

12. 75

11. 87

61. 77

54. 23

40. 35

121. 14

12. 73

18. 77

标准差

10. 70

24. 40

28. 13

28. 83

43. 51

36. 32

21. 51

29. 99

最小值

3. 59

0. 02

0. 02

0. 11

0. 10

7. 51

0. 01

0. 02

最大值

81. 05

200. 00

142. 93

163. 72

193. 14

265. 74

136. 55

168. 06

变量校准

完全隶属

14. 32

11. 43

84. 50

71. 81

49. 42

133. 58

11. 94

19. 37

交叉点

9. 28

3. 72

65. 99

55. 57

24. 53

113. 17

6. 14

7. 65

完全不隶属

6. 82

1. 35

39. 97

33. 27

11. 52

103. 45

2. 73

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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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2017—2023 年国家高新区发展水

平呈现显著的“偏态”分布，即少数头部园区凭借

其先发优势和政策高地，形成了强大的内部创新

网络，不仅能高效激活本地资源，更能凭借其已

形成的制度优势与品牌效应，持续吸引高端人

才、资本与技术，产生“虹吸效应”. 而多数中尾部

园区则面临内源基础薄弱与外源赋能不足的双

重约束 . 由于其内部创新资源有限导致更为依赖

外部环境，若所在属地城市能级有限，外部赋能

渠道不畅，则易陷入“内外双弱”的困境，从而拉

大了与头部园区的差距 . 这种由初始禀赋、区位

条件等所引起的资源集聚与区域分化现象，本质

上是一种“马太效应”. 这一不均衡格局凸显了高

新区发展的显著梯度差异 . 为深入揭示高质量发

展背后“多重并发”的因果机制，并探究不同水平

园区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差异化路径，本文进一步

采用定性比较分析展开研究 .

3. 2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之前，首先检验

各前因条件的必要性 . 条件组态结果如表 3 所示，

所有单一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 Y 及其非集~Y（非

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 0.9 的临界值 .

这表明单一前因条件均不构成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的必要条件，任一要素均无法单独引致结果 .因此，

高新区的高水平发展并非依赖某个孤立条件，而是

源于内外部因素的协同联动与组合效应 .本文将进

一步通过组态分析探究多重条件的并发驱动路径 .

图2　2017—2023年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

Fig. 2　Evalu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high-tech zones from 2017 to 2023
（a）—北京中关村高新区—景德镇高新区； （b）—株洲高新区—枣庄高新区 .

表3　条件必要性分析
Table 3　Necessity analysis of conditions 

条件

X1

~X1

X2

~X2

X3

~X3

X4

~X4

X5

~X5

X6

~X6

X7

~X7

Y

一致性

0. 770

0. 360

0. 683

0. 424

0. 704

0. 411

0. 782

0. 341

0. 724

0. 398

0. 767

0. 361

0. 788

0. 340

覆盖度

0. 778

0. 345

0. 673

0. 415

0. 686

0. 408

0. 771

0. 334

0. 735

0. 380

0. 772

0. 347

0. 790

0. 328

~Y

一致性

0. 339

0. 787

0. 423

0. 680

0. 423

0. 689

0. 343

0. 776

0. 370

0. 748

0. 343

0. 781

0. 327

0. 797

覆盖度

0. 354

0. 780

0. 432

0. 689

0. 426

0. 707

0. 350

0. 787

0. 389

0. 737

0. 357

0. 776

0. 339

0.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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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条件组态分析

参考既有研究［17］与案例实际，将样本一致性

阈值设为 0.8，案例频数阈值设为 1，PRI 一致性阈

值设为 0.7. 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共识别出 7 条驱

动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组态（H1~H7）.

依据各组态的核心条件分布与覆盖案例进行对

比，进一步将组态结果 H1~H7 归纳为“内源主导-
产业联动”“外部赋能-双轮驱动”“内外协同-柔

性适配”3 种类型 .

1） “内源主导-产业联动”型路径包含组态

H1 与 H2.H1 指在充足的科创经费与主体，高政府

创新意志、产业机构升级和信息服务能力为核心

条件的情况下，辅以科技创新人才可以推动高新

区高质量发展 .H2 指在高新区具备较强的科技创

新人才、经费和主体，同时置身于区域产业结构

完善且开放融资能力强的外部环境中，能够实现

高水平发展 . 总体而言，这一路径强调通过持续

积累内部科研创新资源，并主动对接外部产业升

级机遇，实现稳健发展 .

该路径的代表性案例包括 2019—2023 年的

北京中关村与深圳，以及 2020—2021 年的武汉 .

以北京中关村为例，在内部资源方面，其 R&D 人

员总量、R&D 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和园区高新技术

企业数持续稳居全国前列，并通过建立量子信息

科学研究院、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智源人工

智能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在引才用才、原创

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 在属地环

境方面，中关村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特色产业园建设管理办法》《中关村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服务办法（试行）》等创新激励政策，积

极推动产业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

领域转型 . 同时，通过深化“畅融工程”“钻石工

程”，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了更加包容、精准的

市场服务 .

2） “外部赋能-双轮驱动”型路径包含组态

H3，H4，H5，H6. 其中，H3～H5 均以高政府创新意

志、高信息服务与开放融资能力为核心条件，辅

以园区内部任意两项资源即可实现高质量发展 .

H6 表明即使园区内部经费与主体薄弱，凭借核心

人才与强大的外部属地环境亦可实现高质量发

展 . 该路径的特征在于依托属地优越的外部环境

形成发展势能，进而调动并激活内部资源，实现

跨越式增长 .

该路径的代表性案例包括 2019—2021 年的

广州、2020—2022 年的深圳、2022—2023 年的上

海张江、2021 年的成都以及 2023 年的宁波、苏

州、佛山 . 以广州高新区为例，其通过构建系统化

的外部赋能体系，有效带动了创新资源集聚 . 广

州市于 2018 年出台《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

质行动方案（2018—2020 年）》，实现了高科技企

业的爆发式增长，为后续创新企业数量的跨越式

增长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

年出台的“绿色金融 10 条”被视为全国地方绿色

金融政策中力度最大的代表政策之一，该政策不

仅制定了明确的标准与激励措施，还通过建立绿

色项目库、发行碳中和债等举措精准推动落地，

强化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体现了较高

表4　国家高新区发展水平组态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the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变量

内部资源

外部环境

数据结果

科技创新人才

科技创新经费

科技创新主体

政府创新意志

产业结构升级

信息服务能力

开放融资能力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总体解一致性

总体解覆盖度

高水平组态

H1

●

●
●
●
●
●

0. 369

0. 003

0. 978

0. 945

0. 642

H2

●
●
●

●

●
0. 405

0. 019

0. 974

H3

●
●

●

●
●

0. 477

0. 014

0. 958

H4

●

●
●

●
●

0. 503

0. 014

0. 959

H5

●
●
●

●
●

0. 435

0. 011

0. 968

H6

●

●
●
●
●

0. 489

0. 019

0. 966

H7

●

●

●
●
●

0. 466

0. 014

0. 965

非高水平组态

N1

●



⊗

0. 197

0. 019

0. 964

0. 907

0. 598

N2






●
0. 128

0. 016

0. 931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表示辅助条件存在；⊗表示辅助条件缺席；“空格”表示该条件可有可无，不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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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执行效能 . 与此同时，广州高新区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引进超千名高层次人才，建成“2+3+

N”战略科创平台集群，实现了在强大外部赋能与

内部资源提升双轮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 .

3） “内外协同-柔性适配”型路径表现为组态

H7，其核心特征在于高质量发展并非依赖某一条

件的突出优势，而是依靠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

间形成良好的匹配与协同 . 该路径强调系统内各

要素的耦合与适配，通过联动机制实现整体效能

提升 .

该路径的代表性高新区为 2022—2023 年的

南京、2023 年的长沙和西安 . 以西安为例，依托西

北有色院、西工大未来产业科技园等平台，构建

了涵盖科技中小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的创新梯队，2023 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5 570 家 . 同时，通过深化“一院一所一校”模式推

动成果转化，技术合同交易额在 2020—2023 年间

由 460 亿元跃升至 1 505 亿元，R&D 支出在 GDP

的占比为 8.5%. 此外，西安紧抓“双中心”与“一带

一路”机遇，培育出千亿级汽车产业和光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成为全球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与闪存

芯片生产基地 . 这些要素的协同驱动，推动西安

高新区在 2023 年实现排名跃升并跻身全国前列 .

3. 4　国家高新区非高质量发展条件组态分析

负向案例对揭示因果关系同样重要 . 本文识

别出导致非高质量发展的 8 条组态，可合并为两

类，分别选取各类中一致性最高的组态进行分

析，如表 4 所示 .

组态 N1 表示，即使园区具备高水平的科技创

新主体，若属地城市外部驱动条件大幅缺失，仍难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 覆盖案例主要包括 2021—

2023 年 的 辽 阳 、2019—2020 年 的 锦 州 、2021—

2022 年的承德 . 以辽阳为例，尽管拥有奥克药业

等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但全市创新资源整体薄

弱 . 政府科技投入有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仅

16.7% 开展研发活动；高能级创新平台匮乏，仅约

14.5% 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省级平台，导致技术

攻关与转化能力不足，制约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

升级 .

组态 N2 表示，尽管高新区属地城市开放融

资能力突出，但若园区自身科技资源薄弱，同样

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 覆盖案例包括 2019—2022

年的廊坊-燕郊、2019—2021 年的赣州、2022—

2023 年的乌鲁木齐等 . 以廊坊-燕郊为例，其金融

生态活跃，政府也通过风险保证金、投贷联动等

方式引导资金投向科技领域，但本地缺乏具有核

心技术的优质科创项目与领军企业，科技“造血”

能力不足，导致资本难以有效落地，无法支撑创

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

3. 5　稳定性检验

本文通过变动一致性门槛值的方法对国家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前因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 .

将原始一致性门槛值由预先设置的 0.80 修改为

0.85，分析得到的组态一致，稳健性检验显示结果

稳健 .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  论

1） 揭示了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殊途同归

的多元组态路径，拓展了新内源发展理论的解释

维度与情境适用性 . 研究发现：任何单一条件均

不构成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 存在 3 条

各具特色的路径驱动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分

别是“内源主导-产业联动”“外部赋能-双轮驱

动”“内外协同-柔性适配”型 . 该结论突破了新内

源发展理论关于“内源”与“外源”的二元叙事 . 此

外，存在 2 条路径驱动高新区非高质量发展，覆盖

案例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非省

会城市或非一线城市 .

2） 高新区发展水平呈“偏态分布”，存在明显

的地域失衡与城际分化 . 北京中关村、深圳、广州

等东部核心城市的国家高新区发展质量和水平

普遍较高；中西部地区的成都、长沙、西安等少数

省会国家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范式不

一；而多数位于东部非核心城市及西部地区的高

新区，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为有限 .

4. 2　建  议

1） 对于“内源主导-产业联动”型国家高新

区，政策应聚焦于强化内部创新能力与外部产业

需求的系统对接 . 具体而言，要鼓励园区立足特

色优势，主动对接省市先进制造业集群计划，将

研发方向与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瓶颈直接挂钩，推

动数字技术和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 . 同时，优

化创新导向的制度环境，支持建立市场与政府协

同的技术攻关机制，鼓励创新主体通过“揭榜挂

帅”“赛马制”等方式承担或参与重大科技项目 .

2） 对于“外部赋能-双轮驱动”型高新区，应

当进一步激活内部资源 . 应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建

设人才创新基地，集聚高水平科技人才、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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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军人才 . 同时，加大“瞪羚”、“独角兽”等高

成长企业培育力度，精准培育一批“四科”特征明

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强化研发支持政策 .

3） 对于“内外协同-柔性适配”型高新区，应

着力构建促进创新要素有机互动的系统协调机

制：一是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深化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在产业研发与供应链管理中的应

用；二是大力发展多元化的创新联合体、完善专

项财政支持机制，加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投

入，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领军企业开展产教

融合；三是支持园区与周边区域开展要素共享、

平台共建与政策协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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